央行的獨立及問責


行政機關與央行之間的關係應予規範化，以加強金融政策的公信力和金融管理的專業性。央行獨立及問責之間應有適當的平衡。

政府是必須接受市民問責的；不論政府採用何種管治架構或本身屬於何種政治制度，這是一項重要的原則。在不同的政府架構或政治制度之下，不同的只會是確保政府具問責性的具體機制，政府須向公眾負責的原則卻不變。某些憲制安排可能會令達到問責的過程變得格外吃力及富挑戰性。本港的政治制度促使行政立法之間保留一種具建設性的制衡關係，便是很好的例子。但縱使這樣，我們仍不能捨棄問責的原則。


然而，為確保政府向公眾負責而設立的種種問責機制，卻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會導致短期政治考慮滲入以長遠公眾利益為目標的政策內，令這些政策「轉向」。以這樣的問責安排為例：若每隔一段日子市民便可憑選票直接表達對政府的支持程度，政府很自然地在作出重要決策時便可能較偏重短期的政治效益，忽略對長遠政策可能帶來影響。但如果這種政策「轉向」是反映社會大眾經過深思熟慮，細心分析所有資訊，以及客觀權衡利害得失與另行方案而樂意接受的結果，可說無可厚非。原因是這是社會大眾的抉擇，相信無人會反對。借用經濟學的術語，整體社會與個人一樣，對滿足本身不同需要都有一條所謂的「無差異曲線」，而且應該有自由在曲線上選擇最適合自己的一點。但實際情況是否這樣，市民是否能夠掌握所有資料，了解不同政策決定的利弊，相信並不容易，而公眾的長遠利益亦可能會因而受損。


若要舉出這種政策「轉向」的例子，貨幣管理環節可說比比皆是。歷史上便出現過不少政府藉「印銀紙」或減息來降低借貸成本，以圖贏得選舉或爭取人民對某些事項的支持，結果導致民不聊生，甚至政府本身亦落得垮台的下場。在大多數情形下，貨幣管理遇到狹隘的政治干預，會令社會的長遠利益受損。因此，國際間至今已有共識，認為應該設立適當機制，確保貨幣管理獨立運作，不受政治干預。事實上，過去10年出現了一種很明顯的全球性趨勢，就是行政機關與央行之間關係的透明度日漸提高，而央行亦獲得較大的自主權，甚至正式的獨立地位。


我相信近期世界各地央行朝此方向的發展，很值得香港參考。由於本港實行規範化的貨幣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運作並無太多酌情空間，加上銀行監管制度相當完善，可能使這種央行自主的趨勢對香港來說關係較小，亦不迫切。此外，基於我們認為維持高透明度有助向公眾負責的信念及理由，金管局一向採取主動，致力提高整體運作的透明度，這對我們的加強問責以至自主運作亦有幫助。在不影響政策及運作有效性的前提下，我們盡可能提供詳盡資料，並與社會大眾接觸，直接解釋大家關心的事項。我們亦向市民代表詳細解釋各項政策及事務，並認真聽取及研究他們表達的意見。我亦隨時準備每季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會議，詳盡介紹金管局的工作。此外，我們亦會就當前公眾關心的事項向委員會特別簡報，並致力與傳媒保持緊密的聯繫。因此，雖然有些時候我們的措施會對社會大眾帶來痛楚，但香港的貨幣管理至今並無出現政治干預令政策「轉向」的情況，亦能以符合全港市民長遠利益的方式運作。


正當香港回望這幾年成功抵禦金融風暴及處理主權回歸後的挑戰的成果，汲取當中的教訓，並邁步向前時，我們要小心在引入新管治安排時帶來可能令金融政策「轉向」的風險。我們有需要考慮怎樣避免影響金融管理所需堅守的專業精神及公平公正的原則。若認為有必要推行某些切合香港獨特環境的保障機制或措施，我們當然不應猶豫，盡早研究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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